知识型员工的工作不安全感：影响及控制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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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建立和证实组织应对工作不安全感及其消极后果的因果链，探究组织如何有效应对和控制工作不安全感及其消极后果。通过Lisrel和SPSS等软件对来自不同行业的219份有效问卷的实证分析表明，工作不安全感显著影响知识型员工的离职倾向和幸福感；工作不确定性会引发工作不安全感；组织发展性支持作为一项压力干预策略，能有效降低知识型员工的工作不安全感和工作不确定性；同时，工作不确定性和工作不安全感在组织发展性支持与知识型员工离职倾向和幸福感之间起连续中介作用。丰富了国内关于工作不安全感的研究，同时从组织关注和个体关注两方面分析工作不安全感的后果，为当前变化情境下的企业如何有效应对和管理知识型员工的工作不安全感提供管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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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urpose is to explore the job insecurity and the consequences of knowledge workers by exploring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mechanism of job insecurity.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219 valid data was performed by software such as Lisrel and SPSS, the empirical results show that job insecurity significantly affects the turnover intention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knowledge workers. Job uncertainty is a predictor of job insecurity. Organizational support for development can effectively reduce job uncertainty and job insecurity as a stress intervention strategy. Meanwhile, it confirms the chained mediation effect of job uncertainty and job insecurity between organizational support for development and turnover intention or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knowledge workers. It enriches the domestic research on job insecurity, and provides reference for enterprise management in the current changing sit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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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研究综述

全球化和技术变革导致产业竞争日趋激烈，知识和技术的加速更新，使得知识密集型企业和知识型员工所拥有的知识面临随时可能被淘汰的风险。知识密集型企业相应采用了更加灵活的雇佣方式来取得人力资本的灵活性，保持组织知识的不断更新，以应对经营风险和不确定性；雇佣关系从长期导向向着短期化和自我依赖型转变。雇佣方式的变化和知识的加速更新双重作用于知识型员工，导致就业风险增加，员工对工作本身和未来生存产生了一种不安全的感受，这种工作不安全感成为知识型员工的重要心理特征。
众多研究表明，工作不安全感是一种阻碍型压力源[1-2]，会导致员工消极的情感体验和工作态度，产生消极的影响后果，进而降低员工的幸福感。工作不安全感的加剧，会降低员工工作绩效，致使产生离职倾向，甚至离职行为。这些消极的认知、情感和行为，会增加管理的难度和复杂性。知识密集型企业高度依赖知识型员工，知识型员工流动性的增加，无疑会大大影响企业的人力资本和知识资本，对企业的持续竞争优势产生实质性的威胁。因此，知识密集型企业需要重视工作不安全感，并对其进行有效的管理。学者指出，减轻和消除工作不安全感的消极后果，除了可以通过干预工作不安全感与消极后果之间的关系外，还可以从工作不安全感产生的源头着手，即通过分析工作不安全感的前因变量的影响机制来降低工作不安全感的产生[3]。

知识型员工工作不安全感的产生，与其自身在内部劳动力市场中工作前景和就业形势的不确定性感知有关[4]。一方面，知识更新速度太快以至于使得知识型员工拥有的知识面临着失去对组织的价值的风险，知识型员工在组织内部的雇佣风险增加，员工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被长期雇用；另一方面，一些员工对未来把握不清而缺乏奋斗的方向；此外，持续的学习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这也导致了员工意图维持本职工作、个人生活和持续学习的失衡。这些因素共同反映了员工工作中所面临的不确定性，增强了其工作不安全感。因此，从源头上降低或抑制知识型员工的工作不安全感，首先需要降低其工作不确定性。

有研究表明，组织支持是工作不安全感的重要前因变量。组织发展性支持（organizational support for development，OSD）是员工对组织提供的提升其专业技能和管理水平的项目和机会的整体感知[5]。这一概念清楚地表明，OSD针对的是员工的专业技能和管理水平，这恰恰是知识型员工工作不确定性和工作不安全感的来源。组织通过OSD向员工传递了组织愿意并且已经采取实际行动来帮助员工提升知识和技能的信号，使他们对工作的前景更加确定，对其长期雇佣也更有信心，其工作不安全感会得到有效缓解。

目前，工作不安全感已成为组织行为学和健康心理学关注的重要构念，不过，多数研究致力于探究工作不安全感的影响后果及其作用机制，即工作不安全感是如何影响员工的态度和行为，进而影响组织绩效，以及工作不安全感作为一种压力源是如何影响他们的身心健康的，而对于工作不安全感的前因研究较为缺乏，除了从年龄、人格等个体差异角度开展的讨论外，对于组织层面如何应对工作不安全感的产生和控制其消极后果的研究很少。本研究意图建立和证实组织应对工作不安全感及其消极后果的因果链，即工作不安全感由工作不确定性引发，而OSD能够有效地降低员工的工作不确定性，进而降低工作不安全感，减少和消除其消极后果，从而为企业有效应对工作不安全感提供管理依据和借鉴。

2  文献回顾与假设

2.1  工作不安全感及其后果

Greenhalgh等[6]认为工作不安全感是个体处于存在威胁的工作环境中，意图持续保持工作的一种无力感，表现为知识型员工对于雇佣关系质量和雇佣关系稳定性的担忧，是一种压力源[1]。工作不安全感对员工的工作态度、工作及创新行为和工作绩效的影响是消极的[7]，会降低员工的工作满意度、组织信任以及组织承诺等，同时还会提高员工的离职倾向，影响组织绩效，对企业有严重影响[8]。也有研究指出工作不安全感与离职倾向及退出行为积极相关[3]；特别的，可雇佣性高的员工比可雇佣性低的员工其工作不安全感与退出行为之间的正向关系更强。

工作不安全感还会加剧员工的情绪耗竭，使员工的身心健康受损，换言之，降低员工的主观幸福感。Hellgren等[9]学者的研究表明，工作不安全感不但会导致员工对工作和组织产生消极态度，同时也会损害员工身心健康。在实践工作中，工作不安全感不但会导致员工对工作和组织产生消极态度，同时也会损害员工身心健康。
国内对于工作不安全感和员工主观幸福感两者的关系研究十分匮乏。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

H1a：工作不安全感正向影响知识型员工的离职倾向。

H1b：工作不安全感负向影响知识型员工的主观幸福感。

2.2  工作不确定性与工作不安全感

工作不确定性表示员工对于在组织内目前就业形势和就业前景的不确定性感知，包括职业生涯规划的不确定性、缺乏就业机会等。工作不安全感强调的是员工对于当前工作在未来的存续性和未来工作质量的担忧，更多的是对未来的一种忧虑[1,9]。总的来说，工作不安全感是一种消极的情感体验，工作不确定性是对工作相关的情境的认知，两者是有区别的。工作不确定性作为一种工作上的消极认知，会触发相应的情感体验，也即工作不安全感。

根据一般压力理论，工作不安全感作为一种消极体验[10]，是一种阻碍型压力源。Sverke 等[1]将工作不安全感视为一种主观压力源感知，产生于员工对工作和职业前景的不确定性认知；进一步的，该消极感知会带来严重行为后果。这种压力源当处于工作不确定性高的情境下，员工认为组织内就业形势和就业前景不确定性高，认为自身职业发展存在诸多不确定，对于职业前景和就业形势的认知比较消极，触发消极情感体验，产生对未来工作存续性的担忧；相反，当处于工作不确定性低的情境下，员工感知组织内就业形势和就业前景存在的不确定性低，认为自身职业发展不存在过多不确定性，认知相对积极，对于职业前景和未来工作的持续性和工作质量的担忧就大大减缓。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
H2：知识型员工的工作不确定性正向影响其工作不安全感。

在技术和组织环境不断变化的情境下，知识型员工会担心自己所拥有的知识和技术是否会被淘汰、企业对自己人力资本的看重是否会降低、自己对组织的可雇佣性会不会减弱，这种不确定性的感知引发了其在组织内生涯发展的担忧，导致员工对继续留在组织内工作产生了不安全感；与之同时，作为一种积极的应对方式，知识型员工不会被动地等待组织在未来的某个时间对他们作出安排，而是会进行主动选择通过离职、跳槽，在自己具有较高人力资本价值时寻找新的工作机会，以证实自身价值，从而降低不确定性和不安全感。关于IT业员工离职的研究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98%的IT业员工在离职前会寻找和评估新的工作机会，89%的IT业员工在离职时已经有了新的工作[11]。

此外，面对不断变化的情境，知识型员工需要在工作之余通过不断的学习来更新知识，提升人力资本，这明显增加了他们的日常工作负荷[12-13]。并且，对于未来工作的不确定性激发和加重了知识型员工的工作焦虑，使他们体验到不安全感，处在消极的情绪和心境中，难以体验工作和生活的幸福[12]。Kraimer等[5]的研究表明，工作不确定性带给知识型员工一系列关于工作持续的质量受损的不安全感知，继而影响其对于目标和幸福的追求，影响其压力反应[14]，降低其主观幸福感。
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

H3a: 知识型员工的工作不安全感中介其工作不确定性对离职倾向的影响。

H3b: 知识型员工的工作不安全感中介其工作不确定性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2.3  OSD与工作不确定性
Kraimer等[5]认为OSD是员工对组织提供的提升其专业技能和管理水平的项目和机会的整体感知；特别的，同事的支持、组织的政策和项目是发展性支持的重要来源。其中，组织支持和政策项目为员工带来帮助的同时能提升员工技能。OSD包含员工两个方面的感知：一个是组织开展的实践、提供的项目和机会是否能有效提升员工的工作能力并更好地完成工作，是否能帮助企业有效地改善绩效；另一个是这些实践、项目和机会是否能满足员工发展和成长的需求，有助于他们未来的职业发展和生涯发展。显然，对员工而言，OSD意味着组织能够清楚地指明员工努力和学习的方向，组织所提供的各种实践和项目能够有效地解决员工在组织内的绩效任务；并且，员工即便离开组织，OSD也会帮助员工有效应对再一次的职业选择和工作要求。换言之，OSD能够有效减少员工对于工作的不确定性。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4：
H4：OSD负向影响知识型员工的工作不确定性。

 OSD是员工对组织提供的提升其管理水平和专业技能的项目的感知[5]，而工作不安全感作为一种压力源[1]，表示处于变化的环境下的知识型员工对于雇佣关系稳定性和质量的一种担忧。工作不确定性是员工对自己目前在组织内的工作形势和职业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感知。当知识型员工感知到工作不确定性高，他们对于目前工作的不安全感会增加其离职的意愿；当组织内面临的工作不确定性低时，内部发展机会对知识型员工起到一定的束缚和吸引的作用，即使对于目前工作产生不安全感感知，他们离开组织的倾向也会有所缓解。Robbins[15]提出的压力模型中，表示个体差异化的认知作为压力源和压力反应之间的调节变量；差异化的认知也可以作为压力源的前因变量，同时这种差异化的认知可能受到组织支持实践的影响。从压力干预理论视角来看，OSD是压力干预策略的一种，可以直接作用于压力源[16]。即OSD传达了组织长期雇佣以及为员工的晋升发展提供支持的信号，当员工感知到这种信号时，他们面临的不确定感知将得到抑制，继而减缓了他们的工作不安全感。基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5：

H5：知识型员工的工作不确定性中介OSD对他们工作不安全感的影响。

2.4  OSD、工作不确定性和工作不安全感及其后果

从工作不安全感的前因研究中可发现，组织支持和其他社会支持以及培训发展机会等被视为工作不安全感的重要前因变量，能有效降低离职倾向[8,17]，提升员工的幸福感感知。学术界几乎没有关于OSD与工作不安全感的实证研究。OSD是提升知识型员工的知识、技能和能力的方式之一，可以增加知识型员工的人力资本，满足知识型员工发展的需求，是一项有效的管理知识型员工的手段[18]。OSD具体针对组织在员工发展方面的支持，强调员工的个体发展与组织发展的统一。这一干预措施会影响知识型员工在目前组织中职业发展前景的一种主观认知，即工作不确定性。当知识型员工认为在组织内面临的工作不确定性高，他们对于目前工作的不安全感感知会增加其离开目前组织的意图，同时对于当前所处工作或生活的满意度会降低；当组织内面临的工作不确定性低时，内部发展机会对知识型员工起到一定的束缚和吸引的作用，即使对于目前工作产生不安全感感知，他们离开组织的倾向也会有所缓解，自身主观幸福感感知会增加。综上假设，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

H6a：OSD负向影响知识型员工的离职倾向。

H6b：OSD正向影响知识型员工的主观幸福感。

H7a：知识型员工的工作不确定性和工作不安全感在OSD与其离职倾向之间起连续中介作用。

H7b：知识型员工的工作不确定性和工作不安全感在OSD与其幸福感之间起连续中介作用。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和研究程序

    本研究采用定量研究方法。本文研究的课题组对南京、苏州等地来自11个不同行业的知识密集型企业的员工进行了问卷调查。问卷委托企业员工发放，并由受委托员工统一回收。共发放问卷550份，回收问卷350份；剔除废卷131份，最后得到有效问卷219份，问卷的有效回收率为39.82%。样本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的人口统计学变量描述统计（N=219）

	变量
	类别
	数量/份
	所占比例/%

	性别
	男

女
	111

108
	50.7

49.3

	年龄
	25岁以下

26～35岁

36～45岁

46岁以上
	39

54

78

48
	17.8
24.7
35.6
21.9

	婚姻状况
	未婚

已婚
	60

159
	27.4
72.6

	学历
	本科

研究生及以上
	154

65
	70.3
29.7

	本单位的工作年限
	1年以下

1～3年

4～5年

6～10年

10年以上
	25

73

74

40

7
	11.4
33.3
33.8
18.3
3.2

	所在单位的性质
	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

民营企业、中外合资/合作和外商独资
	101

118
	46.1
53.9

	单位所属行业
	制造业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建筑业

批发和零售业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住宿和餐饮业

金融业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房地产业

教育、卫生、文化行业

其他
	27

16

18

26

17

14

18

31

8

27

17
	12.3
7.3
8.2
11.9
7.8
6.4
8.2
14.2
3.7
12.3
7.8


3.2  变量测量

对变量的测量采用国内外学者开发的成熟量表，利用六点量表法以避免中立回答（1表示“非常不同意”；6表示“非常同意”）。
（1）OSD。采用 Kraimer等[5]开发的OSD量表测量，包含6个题项，如“单位有专门的项目和政策帮助员工提升专业能力”等。Cronbach's α为0.787。

（2）工作不确定性。采用Korner等[19]开发的工作不确定性量表测量，包含6个条目，如“当前，适合我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等。Cronbach's α为0.918。

（3）工作不安全感。采用Hellgren等[9]开发的工作不安全感量表测量，包含2个维度7个题项，如“在这家单位，我的薪水有望增长”等，其中工作质量不安全感的4个条目为反向题。Cronbach's α为0.938。

（4）离职倾向。采用Chen等人[20]开发的离职倾向量表测量，包含4个题项，如“我在考虑离开这个单位”等。Cronbach's α为0.888。

（5）SWB（中英文全称？）。采用Dienner等人[21]开发的生活满意度量表测量，包含5个条目，如“我的生活大致符合我的理想”等。Cronbach's α为0.917。

（6）控制变量。本研究将人口统计学变量视作控制变量，包含有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学历、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单位性质、单位所属行业7个题目，其中单位所属行业分类采用国家统计局的分类标准。考虑到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的特殊性，在数据预处理阶段对单位性质进行合并，其中国有企业和事业单位为一类，民营企业和中外合资/合作及外商独资为一类。

4  研究结果
4.1  信效度检验

采用克朗巴哈系数对量表信度进行检验，各研究变量的Cronbach's α均大于0.7，说明整个量表具有良好的内部一致性。
采用Liseral 8.70对量表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CFA）检验问卷的结构效度，结果如表2所示。其中：五因子指OSD、工作不安全感、工作不确定性、离职倾向、主观幸福感；四因子指OSD、工作不确定性和工作不安全感合并、离职、主观幸福感；三因子指OSD、工作不确定性与工作不安全感及离职进行因子合并、主观幸福感；单因子模型则表示将所有因子合并。综合比较可得，五因子模型的拟合优度最优，表明本问卷的结构效度较好。

表2 量表的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N=219）
	模型
	(2
	df
	(2 /df
	NFI
	NNFI
	CFI
	IFI
	RMSEA

	五因子
	1 181.71
	340
	3.48
	0.96
	0.97
	0.97
	0.97
	0.107

	四因子
	1 710.22
	344
	4.97
	0.95
	0.96
	0.96
	0.96
	0.135

	三因子
	1 840.51
	347
	5.30
	0.94
	0.95
	0.96
	0.96
	0.141

	单因子
	2 471.36
	350
	7.06
	0.93
	0.94
	0.94
	0.94
	0.167


考虑到本研究的数据来源单一，进行同源方差检验。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方法，所有条目共析出4个因子，其中第一个因子的解释变异量为21.53%（小于40%），说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
本研究运用SPSS 20.0软件进行共线性分析，采用方差膨胀因子（VIF）来检验，结果表明，在本研究的所有回归方程，VIF值均小于10，故数据的共线性程度在合理范围之内。

4.2  相关分析

各研究变量间的相关关系如表3所示，OSD与离职倾向显著负相关（β=-0.593，P<0.01），与主观幸福感显著正相关（β=0.641，P <0.01），与工作不确定性显著负相关（β=-0.657，P <0.01）；工作不确定性与工作不安全感显著正相关（β=0.722，P <0.01），与离职倾向显著正相关（β=0.797，P <0.01），与主观幸福感显著负相关（β=-0.746，P <0.01）；工作不安全感与离职倾向显著正相关（β=0.707，P <0.01），与主观幸福感显著负相关（β=-0.715，P <0.01）。                            表3 变量的相关分析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OSD
	工作不确定性
	工作不安
全感
	主观幸福感
	离职倾向

	OSD
	3.823
	1.018
	(0.787)
	
	
	
	

	工作不确定性
	2.882
	1.236
	-0.657**
	(0.918)
	
	
	

	工作不安全感
	2.289
	1.275
	-0.645**
	0.722**
	(0.938)
	
	

	主观幸福感
	3.986
	1.251
	0.641**
	-0.746**
	-0.715**
	(0.917)
	

	离职倾向
	2.878
	1.263
	-0.593**
	0.797**
	0.707**
	-0.777**
	(0.888)


4.3 假设检验
工作不安全感与离职倾向和主观幸福感的回归分析结果如表4所示，知识型员工的工作不安全感显著正向影响其离职倾向（β=0.712，P <0.001），工作不安全感显著负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β=-0.734，P <0.001），即H1成立；知识型员工的工作不确定性显著影响其工作不安全感（β=0.742，P<0.001），故H2成立。

表4中各列的项目栏与表内数字未正确对齐！
                                   表4 工作不安全感对离职倾向和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回归分析结果（N=219）
	变量
	离职倾向
	主观幸福感

	
	M0
	M1
	M0’
	M2

	
	β
	P
	β
	P
	β
	P
	β
	P

	(常量)
	
	0.000
	
	0.000
	
	0.000
	
	0.000

	年龄
	-0.144
	0.035
	-0.082
	0.078
	0.084
	0.220
	0.020
	0.654

	性别
	-0.090
	0.498
	-0.086
	0.339
	0.103
	0.439
	0.099
	0.258

	婚姻状况
	-0.109
	0.343
	-0.148
	0.057
	0.183
	0.112
	0.224
	0.003

	学历
	-0.129
	0.102
	-0.081
	0.134
	0.000
	0.995
	-0.051
	0.332

	工作年限
	-0.006
	0.951
	-0.035
	0.623
	-0.025
	0.810
	0.004
	0.953

	企业性质
	-0.050
	0.470
	-0.035
	0.451
	-0.036
	0.604
	-0.051
	0.264

	行业
	-0.077
	0.269
	-0.07
	0.141
	0.085
	0.224
	0.078
	0.093

	工作不安全感
	
	0.000
	0.712
	0.000
	
	
	-0.734
	0.000

	R2
	0.081
	
	0.580
	
	0.070
	
	0.600
	

	调整R2
	0.050
	
	0.564
	
	0.039
	
	0.585
	

	ΔR2
	0.081
	
	0.499
	
	0.070
	
	0.530
	

	F更改
	2.651*
	
	249.18***
	
	2.278*
	
	278.395***
	


工作不安全感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M7与M6相比，模型的解释力度增强（ΔR2=0.041），且M7中工作不确定性的系数仍显著（β=0.563，P <0.001），因此工作不安全感部分中介工作不确定性与离职倾向的关系（β=0.301，P <0.001），即H3a得证。同理，工作不安全感部分中介工作不确定性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β=-0.441，P <0.001），即H3b得证。

                表5  工作不安全感中介作用的回归分析结果（N=219）
	变量
	M3(工作不安全感)
	M4(工作不安全感)
	M5（离职倾向）
	M6（离职倾向）
	M7（离职倾向）
	M8（主观幸福感）
	M9（主观幸福感）
	M10（主管幸福感）

	
	β
	P
	β
	P
	β
	P
	β
	P
	β
	P
	β
	P
	β
	P
	β
	P

	(常量)
	
	0
	
	0.74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年龄
	-0.087
	0.217
	-0.005
	0.924
	-0.144
	0.035
	-0.057
	0.164
	-0.055
	0.147
	0.084
	0.220 
	0.003
	0.945
	0.001
	0.977

	性别
	-0.005
	0.969
	0.103
	0.272
	-0.090
	0.498
	0.024
	0.756
	-0.006
	0.931
	0.103
	0.439
	-0.003
	0.976
	0.042
	0.596

	婚姻
	0.056
	0.638
	0.086
	0.285
	-0.109
	0.343
	-0.076
	0.260
	-0.102
	0.109
	0.183
	0.112
	0.154
	0.048
	0.191
	0.006

	学历
	-0.068
	0.402
	-0.088
	0.112
	-0.129
	0.102
	-0.150
	0.001
	-0.124
	0.005
	0.000 
	0.995
	0.019
	0.724
	-0.020 
	0.674

	工作年限
	0.040
	0.712
	-0.009
	0.903
	-0.006
	0.951
	-0.058
	0.347
	-0.055
	0.339
	-0.025
	0.810 
	0.023
	0.747
	0.019
	0.765

	企业性质
	-0.020
	0.774
	-0.039
	0.423
	-0.050
	0.470
	-0.069
	0.091
	-0.057
	0.134
	-0.036
	0.604
	-0.018
	0.699
	-0.035
	0.398

	行业
	-0.01
	0.886
	0.013
	0.796
	-0.077
	0.269
	-0.053
	0.202
	-0.057
	0.145
	0.085
	0.224
	0.063
	0.183
	0.068
	0.104

	工作不确定性
	
	
	0.742
	0.000
	
	
	0.786
	0.000
	0.563
	0.000
	
	
	-0.728
	0.000 
	-0.401
	0.000 

	工作不安全感
	
	
	
	
	
	
	
	
	0.301
	0.000
	
	
	
	
	-0.441
	0.000 

	R方
	0.016
	
	0.550
	
	0.081
	
	0.679
	
	0.720
	
	0.070 
	
	0.584
	
	0.672
	

	调整R2
	-0.016
	
	0.533
	
	0.050
	
	0.667
	
	0.708
	
	0.039
	
	0.568
	
	0.657
	

	ΔR2
	0.016
	
	0.534
	
	0.081
	
	0.599
	
	0.041
	
	0.070 
	
	0.514
	
	0.087
	

	F更改
	0.499
	
	248.971***
	
	2.651*
	
	392.116**
	
	30.374**
	
	2.278*
	
	259.546**
	
	55.635**
	


注：1)β为标准回归系数；2)*、**、***分别为P <0.05、P<0.01、P<0.001

如表6所示，OSD显著负向影响知识型员工的工作不确定性（β=-0.659，P<0.001），H4得证；工作不确定性部分中介OSD与工作不安全感的关系（β=0.551，P <0.001），H5得证。
表6 工作不确定性中介作用的回归分析结果（N=219）
	变量
	M11（工作不

确定性）
	M12（工作不确定性）
	M13（工作不

安全感）
	M14（工作不安全感）
	M15（工作不安全感）

	
	β
	P
	β
	P
	β
	P
	β
	P
	β
	P

	(常量)
	
	0
	
	0
	
	0
	
	0
	
	0.002

	年龄
	-0.111
	0.113
	-0.082
	0.116
	-0.087
	0.217
	-0.059
	0.274
	-0.013
	0.769

	性别
	-0.145
	0.286
	-0.149
	0.143
	-0.005
	0.969
	-0.009
	0.931
	0.073
	0.411

	婚姻
	-0.041
	0.728
	-0.058
	0.507
	0.056
	0.638
	0.039
	0.669
	0.071
	0.356

	学历
	0.026
	0.744
	-0.013
	0.827
	-0.068
	0.402
	-0.107
	0.086
	-0.100
	0.058

	工作年限
	0.065
	0.539
	0.094
	0.240
	0.040
	0.712
	0.067
	0.411
	0.016
	0.821

	企业性质
	0.025
	0.727
	0.032
	0.545
	-0.02
	0.774
	-0.013
	0.807
	-0.031
	0.502

	行业
	-0.031
	0.664
	0.001
	0.978
	-0.01
	0.886
	0.022
	0.696
	0.021
	0.656

	OSD
	
	
	-0.659
	0.000
	
	
	-0.647
	0.000
	-0.284
	0.000

	工作不确定性
	
	
	
	
	
	
	
	
	0.551
	0.000

	R2
	0.030
	
	-0.002
	
	0.016
	
	0.431
	
	0.594
	

	调整R2
	-0.002
	
	0.440
	
	-0.016
	
	0.409
	
	0.577
	

	ΔR2
	0.030
	
	0.430
	
	0.016
	
	0.414
	
	0.164
	

	F更改
	0.938
	
	167.619***
	
	0.499
	
	152.89**
	
	84.247**
	


本文采用联合显著性检验和Bootstrap检验方法检验工作不确定性和工作不安全感的连续中介作用（如图1），如果中介效应的每个路径系数都显著，则该中介效应显著[22]；同时综合Bootstrap检验进行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估计是一种较理想的检验方法[22-23]。

图1  工作不确定性与工作不安全感的连续中介模型

对于OSD与幸福感之间的连续中介效应，结构方程模型结果显示(2/df=3.4（<5表示良好适配），标准拟合指数NFI=0.84，拟合优度指数GFI=0.731，近似误差均方根RMSEA=0.105；对于OSD与知识型员工离职倾向之间的连续中介模型，(2/df=3.6，GFI=0.746，NFI=0.839，RMSEA=0.109。采用偏差校正非参数百分比Bootstrap检验，重复取样2 000次，计算其95%的置信区间[23]，连续中介路径的效应值和效果量如表7所示，OSD显著正向影响知识型员工的主观幸福感（β=0.32，P<0.05），但对于离职倾向却没有达到显著水平，即H6a不成立、H6b成立。在图1（a）中，链式中介效应值大小为0.065，总中介效应值为0.624，连续中介效应的效果量为8.8%，置信区间为[-0.931，-0.422]，该区间不包括0，再次表示工作不确定性和工作不安全感在OSD和知识型员工离职倾向间的连续中介效应显著；在图1（b）中，链式中介的效应值大小为0.099，总中介效应值为0.458，连续中介效应的效果量为12.7%，置信区间为[0.248，0.649]，该区间不包括0，再次表示工作不确定性和工作不安全感在OSD和知识型员工幸福感间的连续中介效应显著。综上，连续中介效应成立，即H7成立。
         表7 工作不确定性和工作不安全感的连续中介效应值与效果量                                       
	中介
	置信区间CI
	效应值
	效果量%

	TI
	直接效应
	
	[-0.382，0.179]
	-0.117
	

	
	中介效应
	工作不确定性
	[-0.543，-0.167]
	-0.487
	65.7

	
	
	工作不安全感
	[-0.002，0.313]
	0.072
	9.7

	
	
	工作不确定性&工作不安全感
	[-0.931，-0.422]
	-0.065
	8.8

	
	总中介效应
	
	
	0.624
	84.2

	
	总效应
	
	[-0.878，-0.611]
	-0.741
	

	SWB
	直接效应
	
	[0.086，0.609]
	0.320
	

	
	中介效应
	工作不确定性
	[-0.539，-0.159]
	0.254
	32.6

	
	
	工作不安全感
	[-0.397，-0.039]
	0.105
	13.5

	
	
	工作不确定性&工作不安全感
	[0.248，0.649]
	0.099
	12.7

	
	总中介效应
	
	
	0.458
	58.9

	
	总效应
	
	[0.609，0.913]
	0.778
	


5  结论与讨论

5.1  研究结论

本研究证实了组织应对工作不安全感及其消极后果的因果链，即工作不安全感由工作不确定性引发，而OSD能够有效地降低知识型员工的工作不确定性感知，进而降低工作不安全感，减少和消除其消极后果。具体的，本研究假设的检验结果如表8所示。

表8  本研究假设的检验结果

	假设
	假设描述
	检验结果

	H1a
	知识型员工的工作不安全感正向影响其离职倾向
	成立

	H1b
	知识型员工的工作不安全感负向影响其主观幸福感
	成立

	H2
	知识型员工的工作不确定性正向影响其工作不安全感
	成立

	H3a
	知识型员工的工作不安全感中介其工作不确定性对离职倾向的影响
	成立

	H3b
	知识型员工的工作不安全感中介其工作不确定性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成立

	H4
	OSD负向影响知识型员工的工作不确定性
	成立

	H5
	知识型员工的工作不确定性中介OSD对工作不安全感的影响
	成立

	H6a
	OSD负向影响知识型员工的离职倾向
	不成立

	H6b
	OSD正向影响知识型员工的主观幸福感
	成立

	H7a
	知识型员工的工作不确定性和工作不安全感在OSD与离职倾向之间起连续中介作用
	成立

	H7b
	知识型员工的工作不确定性和工作不安全感在OSD与离职倾向之间起连续中介作用
	成立


本文不仅证明了知识型员工的工作不确定性和工作不安全感的单独中介作用及其中介路径，还证实了工作不确定性和工作不安全感的连续中介作用，进一步丰富了知识型员工工作不安全感的因果关系链研究，通过影响路径的探究，能为企业有效应对和控制员工的工作不安全感提供依据；另外，可能是因为连续中介作用的存在，OSD到离职倾向的影响路径过长、影响机制过于复杂，因此没有表现出对离职倾向预期的影响，这一点与单个中介作用的检验和影响机制是有区别的。
5.2  理论和实践贡献
理论上，目前国内关于工作不安全感的研究相对匮乏，本研究丰富了工作不安全感的研究。从压力干预理论视角来看，OSD是社会支持的一种，是组织的一种压力干预策略，工作不安全感可以看作是一种工作压力源，OSD这种压力干预策略可以有效减弱其压力源，从而减少压力反应，也可以直接作用于压力反应，减少消极压力反应——离职倾向。在外部环境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压力干预理论显示了较好的解释力。以往关于工作不安全感的研究多集中在结果变量，且变量单一，而对于其前因变量的研究极为有限。其次，本研究丰富了OSD理论研究。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表明，OSD不仅能提升员工的能力，同时还可以提升员工的满意度和幸福感[24]，降低员工的离职倾向，通过降低工作不确定性和工作不安全感的作用。再者，据文献检索，目前没有关于OSD与工作不安全感之间的直接实证研究，本文丰富了OSD对工作不安全感的实证研究。
从实践来看，据美国人力资源协会（全世界最大的人力资源组织）研究数据表明，工作不安全感和信任、薪酬福利等一样，是影响工作满意度的最关键的因素，且常年影响力稳居前五（详见2015 Employee Job Satisfaction And Engagement：Optimizing Organizational Culture For Success，A Research Report By Society For Human Resource Management），表明了工作不安全感的重要影响确实存在。但是据文献检索，在百度学术中，以工作不安全感和安全感为关键字进行检索，其中核心期刊中仅有149条相关，其中管理科学领域仅有13条，心理学中有38条。工作安全感和薪酬福利一样，都是影响敬业度和工作满意度的重要因素，但是相比于后者，表明学术界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工作不安全感的重要意义。

本研究探明了在变化情境下，影响知识型员工普遍产生工作不安全感的前因变量及其对工作不安全感产生的消极影响的作用机制，为工作不安全感的管理提供了更加全面的理解。在企业经营中，为了有效降低知识型员工普遍存在的工作不安全感及其给组织和个人带来的消极影响，管理者不仅可以对工作不安全感本身施加影响，还可以通过作用于工作不安全感的前因变量来降低其工作不安全感。此外，研究结果也表明，OSD作为企业的一项压力干预策略，不仅能直接有效缓解工作不安全感，还可以通过作用于工作不确定性和工作不安全感，继而抑制和降低其消极压力反应。

另一方面，OSD对于企业和个人而言，都是有利的。从需求理论的角度来看，知识型员工的需求是个体的成长与发展，组织的需求是知识型员工的高人力资本，OSD是提升知识型员工知识、技能和能力的方式之一，可以增加知识型员工的人力资本，满足知识型员工发展的需求，是一项有效的管理知识型员工的手段[14,25]。从人力资本视角来看，企业的持续性发展不能过度依赖从外部输入关键人才，而应该注重内部培养，并且降低人才的流动。OSD是一个很好的提升人力资本的选择，能不断地激发员工学习与工作的热情，提升知识型员工的能力；把员工的潜能变成显能，然后转化为效能，实现价值增值[26]。本文的实证研究结果也表明，OSD不仅能提升员工的能力，同时还可以提升员工的满意度和幸福感，并且通过作用于工作不确定性和工作不安全感进而降低员工的离职倾向。
5.3  研究局限与展望

首先，样本问题。本研究使用的分析数据均来自于江苏省部分地区，而且有效数据仅219条，样本量不够充足；研究也发现，部分人口统计学变量可能与我们的模型相关，本文未进行具体的分析，后期在扩大样本量后，应该考虑具体分析某些人口统计学变量的影响效应。其次，我们发现了OSD的重要影响。组织提供的发展性支持能通过工作不确定性和工作不安全感的作用间接降低知识型员工的离职倾向，以及OSD能够有效预测知识型员工的主观幸福感，未来的研究可以对OSD的具体实践及其效果进行深入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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